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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９８１年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的主席演说中，伯纳德·贝林归纳了当代史学面临的几大挑战与可
能的发展趋势，其中之一是关注较大空间范围内的历史现象，尤其是那些“跨国的交流和互动”［伯纳
德·贝林：“现代史学的挑战”（Ｂｅｒｎａｒｄ　Ｂａｉｌｙｎ，“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美国
历史评论》（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第８７卷第１期（１９８２年），第１３页］。４０年过去，在一
个流动性不断增大、依赖性持续加深、开放性愈加强化的全球化时代，历史学家正借助“网络”（ｎｅｔ－
ｗｏｒｋ）等概念工具，在贝林当年预示的方向上探索人类彼此联系的故事。“网络”既被广泛用来重新
描绘与诠释历史，又包含学者们在网络化时代的现实关怀。与此同时，“网络路径”（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也为美国早期史研究注入新的动力，并提供更多的可能［“网络路径”的说法，参见内森·佩
尔－罗森塔尔、埃文·赫斐利：“跨国联系：特辑导论”（Ｎａｔｈａｎ　Ｐｅｒｌ－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　ａｎｄ　Ｅｖａｎ　Ｈａｅｆｅｌｉ，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早期美国研究》（Ｅａｒｌ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
ｉｅｓ）第１０卷第２期（２０１２年），第２３４～２３８页］。

“网络”一词可追溯到１６世纪中叶的英语文献，形容网状实体，如纺织物、动植物的身体构造，以
及其他自然与人造的结构（如河流系统、电网等）。二战后，“网络”开始指代由相互关联的人所组成的
团体［戴维·汉考克：“网络的问题：管理近代早期苏格兰人的马德拉酒贸易”（“Ｔｈｅ　Ｔｒｏｕ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ｃｏｔｓ’Ｅａｒｌｙ－Ｍｏｄｅｒｎ　Ｍａｄｅｉｒａ　Ｔｒａｄｅ”），《商业史评论》（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第７９卷第３期（２００５年），第４７０～４７２页］。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等提出了“网络
分析”“社会网络理论”等概念，随后运用于统计学、经济学、计算机科学和人文学科等诸多领域。在社
会科学研究中，“社会网络”指社会行动者（个人、群体或组织）通过一系列的关系和互动而连接成的某
种社会结构。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社会网络分析”一般通过数学和计量模型来描述该结构，并解释结
构关系中的动态变化及其意义［巴里·韦尔曼：“网络分析：一些基本原理”（Ｂａｒｒｙ　Ｗｅｌｌｍａｎ，“Ｎｅｔ－
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ｏｍ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社会学理论》（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第１卷（１９８３年），第

１５５～２００页；林顿·Ｃ．弗里曼著，张文宏等译：《社会网络分析发展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斯坦利·沃瑟曼、凯瑟琳·福斯特著，陈禹、孙彩虹译：《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与应用》，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罗家德：《社会网分析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版］。

在部分社会学家看来，“网络社会”出现于２０世纪末，以信息技术革命为物质基础，“是一种全新
的社会秩序”［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史是什么》（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　Ｃｏｎｒａｄ，Ｗｈａｔ　Ｉ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２５页］。不过，这并不妨碍历史学家借用“网络”概念，

以突破时空约束，描述和分析历史。在跨国史和全球史领域，“网络”已是一个频频出现的“热词”。跨
国史的积极倡导者入江昭呼吁学者们关注那些“国家主权与民族争端”之外的“跨国网络和议程”［入
江昭：《全球史与跨国史：过去，现在和未来》（Ａｋｉｒａ　Ｉｒｉｙｅ，Ｇｌｏｂａｌ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ｈｅ
Ｐａｓｔ，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５１页］。对“跨国空间”
“网络”“纽带”的重视，促使学者们转向对非国家行为体的考察，如“跨国移民，国际性的妇女、劳工和
宗教团体及国际非政府组织”（王立新：《在国家之外发现历史：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与跨国史的兴
起》，《历史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第１５４页）。当然，“网络”概念的运用不局限于世界现代史领域。全
球史家麦克尼尔父子认为，“网络”并非信息化时代的产物，也不是一个抽象的学术概念。如果将其理
解为“把人们彼此连接的一系列关系”［约翰·麦克尼尔、威廉·麦克尼尔：《人类之网：世界史鸟瞰》

·８１·



（Ｊｏｈｎ　Ｒ．ＭｃＮｅｉｌｌ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ＭｃＮｅｉｌｌ，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Ｗｅｂ：Ａ　Ｂｉｒｄ’ｓ－Ｅｙ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
ｒｙ），纽约：诺顿出版公司２００３年版，第３页］，便是自有人类之始即存在的事实。他们颇具雄心地构
建了一套以“网络”为核心的论述体系，重新描述世界发展历程。总之，在历史学家笔下，“网络”已经
成为一个灵活伸缩的概念，用以表现历史的不同形态与层次。

对形形色色的“网络”的关注，既反映了历史书写视角与旨趣的转换，也体现了近年来史学的一大
趋向，即从更大的时空维度考察历史上的交流与互动现象，突破现代史学根深蒂固的民族国家框架，
反思种种中心论、例外论与国家的神话。在这样的风潮中，美国早期史研究亦自然受其熏染，尤其是
以“网络”为核心概念之一的大西洋史研究，对美国早期史研究产生了巨大的改造性和塑造性影响。

一　“网络路径”与美国早期社会经济史研究

今天的美国历史学家已经普遍接受了如下观点：美国早期史不能仅被视为美利坚国家的“起源”
“开端”与“前史”，而应是大西洋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对美国社会形成与发展的追索，离不开“跨大西
洋网络”这一更为广阔的历史语境。“大约从１５００年前后开始，人员、货物和思想围绕着大西洋水域
进行了千变万化的流动，创造出诸多亲属网络与交流网络，这些网络将不断扩展的移民与贸易共同体
连接在一起”［戴维·阿米蒂奇、迈克尔·布拉迪克主编：《英属大西洋世界（１５００—１８００）》（Ｄａｖｉｄ　Ａｒ－
ｍｉ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Ｂｒａｄｄｉｃｋ，ｅｄｓ．，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Ｗｏｒｌｄ，１５００—１８００），纽约：帕尔格雷夫
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版，“导论”第３页］。可见，“网络”是定义作为一个整体的大西洋世界的关键所
在。大西洋史学的一大特征，也正是通过对社会、经济和思想等“网络”的重构，解释近代早期大西洋
世界如何“通过密集和多样的联系逐渐成为一体”［杰克·格林、菲利普·摩根主编：《大西洋史：批判
性评估》（Ｊａｃｋ　Ｐ．Ｇｒｅｅｎｅ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ｉｐ　Ｄ．Ｍｏｒｇａｎ，ｅｄ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纽约：
牛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导论”第８页］。

该领域的倡导者贝林细致地论证了“网络”在大西洋史体系中的作用。其一，就学术史而言，二战
后欧美学者开始关注大西洋世界的贸易、亲缘、官僚等“网络”。例如，菲利普·科廷对跨大西洋奴隶
贸易的研究与史料的数字化，揭示了“一个连接非洲、欧洲和美洲的悲剧性网络”的存在［伯纳德·贝
林：《大西洋史：概念与轮廓》（Ｂｅｒｎａｒｄ　Ｂａｉｌｙｎ，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坎布里奇：
哈佛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３页］。对种种“网络”的探索，共同促成了作为史学分支学科的“大西
洋史”的兴起。而且，大西洋史本身就是美国与西欧紧密的经济、政治和学术共同体的产物。其二，
“网络”不仅是一种历史分析工具，也是串联起大西洋历史的一个重要主题。“跨大西洋网络”以发达
的航运和贸易作为基础，由塞法迪犹太人（Ｓｅｐｈａｒｄｉｃ　Ｊｅｗｓ）等群体参与运作，并借助宗教的力量加以
维持。总之，“大西洋网络处处可见———经济的、宗教的、社会的、文化的，而这些网络的发展成熟，强
化了克里奥尔精英（欧洲血统、美洲出生）的力量”，导致了各帝国中心与边缘关系的巨大变化（同上，
第８５～１０１页）。其三，在近代早期全球范围内，上述具有强大整合力的“网络”似乎是大西洋世界的
突出现象。虽然欧洲国家在其他地区也进行了广泛的贸易活动，“但直至１９世纪末以前，那些遥远的
联系并未创造出类似的全球性网络”［伯纳德·贝林、帕特丽夏·德诺主编：《大西洋史探索：潜在结构
与思想潮流（１５００—１８００）》（Ｂｅｒｎａｒｄ　Ｂａｉｌｙｎ　ａｎｄ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Ｌ．Ｄｅｎａｕｌｔ，ｅｄｓ．，Ｓｏｕｎ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Ｈｉｓ－
ｔｏｒｙ：Ｌａｔ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１５００—１８００），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版，“导论”第１０页］。

其实，在大西洋史家对“网络”进行理论化概括之前，一些学者已经尝试用其考察１７—１８世纪大
西洋世界的变迁以及对美国历史的意义。例如，伊恩·斯蒂尔较早将“英属大西洋世界”作为整体加
以审视，侧重分析各种交流手段对美国早期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影响。在参考了英帝国史，特别
是对“殖民地时期难以计数的商业、政治、宗教和家庭的跨大西洋网络”的研究后，他指出，书信交流和
人员往来是这些“网络”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斯蒂尔追踪了信息传播所依托的商船路线、邮政体
系与出版行业，分析其时效性、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将“网络”概念建立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人员
和信息加速流动的后果是，第一英帝国被整合为“一个有效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共同体，某一方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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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并不能使之解体”［伊恩·斯蒂尔：《英属大西洋：对交流和共同体的探索（１６７５—１７４０）》（Ｉａｎ　Ｋ．
Ｓｔｅｅｌｅ，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１６７５—１７４０：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ｙ），
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ｖｉｉｉ、２７３页］。与这项开创性研究相类似的是佩吉·利斯将比较
视野扩及整个美洲的著作。她明确提出以“网络”作为核心的解释框架，认为此概念“连接了贸易与革
命，包含了商人、知识分子与革命者，跨越了不同的年代、距离与社会”。英国主导的国际贸易“网络”
是大西洋体系的基石，１８世纪国际政治争端亦主要围绕追逐利润展开。正是对商业利益的重视，推
动了美洲人对政治自由的争取以及随之而来的独立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美洲各国的诞生，均肇
始于一个多国网络和国际贸易体系”［佩吉·利斯：《大西洋诸帝国：贸易与革命的网络（１７１３—１８２６）》
（Ｐｅｇｇｙ　Ｋ．Ｌｉｓ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Ｅｍｐｉｒｅｓ：Ｔｈ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１７１３—１８２６），巴尔的摩：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ｘｉ、２３９页］。

虽然利斯的长时段研究有一定的方法论意识，但“网络”概念仍然较为模糊与宽泛。近年来，更为
深入细致的个案分析大量涌现，特别是在社会经济史领域，以“网络”为关键词的大西洋史和美国早期
史著述蔚然可观。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向。

第一，商人与贸易“网络”。伊恩·蒂勒尔指出：“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段内，大西洋贸易网络组
成了一个可以探索跨国联系的关键地区。”［伊恩·蒂勒尔：“国际史时代的美国例外论”（Ｉａｎ　Ｔｙｒｒｅｌ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ａｎ　Ａｇ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美国历史评论》第９６卷第４期
（１９９１年），第１０４０页］在这一贸易体系的构建和运作中，商人的角色至关重要。他们发明了“复杂的
信贷网络和商业技术”，有力地促进了商品、移民和资本的流动，将大西洋世界整合为一个密不可分的
区域［约翰·麦卡斯克、肯尼斯·摩根主编：《近代早期的大西洋经济》（Ｊｏｈｎ　Ｊ．ＭｃＣｕｓｋｅｒ　ａｎｄ　Ｋｅｎ－
ｎｅｔｈ　Ｍｏｒｇａｎ，ｅｄｓ．，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ｙ），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导论”
第１页］。商人常以联姻的方式组成家族间的商业联盟，以此降低跨洋贸易的高度风险［彼得·马赛
厄斯：“近代早期企业的风险、信用和亲属关系”（Ｐｅｔｅｒ　Ｍａｔｈｉａｓ，“Ｒｉｓｋ，Ｃｒｅｄｉｔ　ａｎｄ　Ｋｉ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约翰·麦卡斯克、肯尼斯·摩根主编：《近代早期的大西洋经济》，第１５～３５
页］。对１７５０—１８００年英国对北美出口贸易的研究显示，尽管政治变动剧烈，但英美贸易仍获得巨大
增长，这主要得益于商人对“商业网络”的努力维系。即使在美国革命时期，英美商人依然通过频繁的
互访和通信，交流商品清单、货物样品和价格信息［肯尼斯·摩根：《英国对北美出口贸易中的商业网
络（１７５０—１８００）》（Ｋｅｎｎｅｔｈ　Ｍｏｒｇａ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Ｅｘｐｏｒｔ　Ｔｒａｄｅ　ｔｏ　Ｎｏｒｔｈ　Ａ－
ｍｅｒｉｃａ，１７５０—１８００”），约翰·麦卡斯克、肯尼斯·摩根主编：《近代早期的大西洋经济》，第３６～６２
页］。戴维·汉考克则从“物”的视角出发，追踪了马德拉酒“跨越帝国疆域和政治秩序的流动”，试图
以小见大，呈现一个“去中心化、网络化和自我组织”的大西洋世界。这些“网络”由无数的生产商、经
销商和消费者组成，随着“网络”的扩大，其功能不再局限于葡萄酒的贩售，而是传播各种信息，转变为
“一个密集的、整合性的、跨帝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机制”［戴维·汉考克：《酒的海洋：马德拉酒与美
洲贸易及品味的兴起》（Ｄａｖｉｄ　Ｈａｎｃｏｃｋ，Ｏｃｅａｎｓ　ｏｆ　Ｗｉｎｅ：Ｍａｄｅｉｒ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Ｔａｓｔｅ），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ｘｉｉｉ～ｘｘｉｘ页］。有学者建议：“美国早期史
家应该多多关注大西洋史学家如何率先使用网络理论来理解商业交流。”［爱德华·庞培：“关注‘全球
回转’：在全球语境和贸易语境中重新定位美国早期史”（Ｅｄｗａｒｄ　Ｐ．Ｐｏｍｐｅｉａｎ，“Ｍｉｎ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Ｕ－
Ｔｕｒｎ：Ｒｅｏｒｉｅｎｔｉｎｇ　Ｅａｒｌ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早期共和国杂
志》（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第３６卷第４期（２０１６年），第７３３页］

第二，移民与定居“网络”。移民的大规模迁徙、定居和殖民地社会的形成，是大西洋史研究的重
要主题。该领域的开拓者贝林曾提出“ｐｅｏｐｌｉｎｇ”概念，综合分析欧洲向北美移民的动机和迁徙模式，
移民在抵达美洲后的土地拓殖与投机、社区重组、文化再造和族裔关系等内容［伯纳德·贝林：《英属
北美人口定居导论》（Ｂｅｒｎａｒｄ　Ｂａｉｌｙｎ，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ｉｎｇ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纽
约：克诺夫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批评者指出，贝林以人口社会史为根基构建的大西洋体系带有严重的
缺陷，在地域上局限于北大西洋，无视英格兰和德意志地区之外的欧洲移民和数量庞大的非洲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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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最终服务于美国起源的论说，难以摆脱例外论的束缚［伊恩·斯蒂尔：“伯纳德·贝林的美属大西
洋”（Ｉａｎ　Ｋ．Ｓｔｅｅｌｅ，“Ｂｅｒｎａｒｄ　Ｂａｉｌｙｎ’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历史与理论》（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第

４６卷第１期（２００７年），第５５～５６页］。后继学者无论从视野、选题还是方法上，均大大推进了相关研
究。譬如，同样是聚焦于英属大西洋世界的移民问题，艾莉森·盖姆斯将其放在各种“互动的网络”中
分析，包括航海的、文化的、贸易的、外交的、军事的和流行病学的“网络”。她突破了贝林“中心－边缘”
解释框架和人口单向流动的观察维度，认为“在贸易网络的刺激和整合作用下”，人员和商品在大西洋
两岸进行着复杂的“迁徙”与“回流”。这些“运动”不仅造就了北美殖民地，也重新定义了英国，真正形
塑了大西洋世界［艾莉森·盖姆斯：《移民与英属大西洋世界的起源》（Ａｌｉｓｏｎ　Ｇａｍｅｓ，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Ｗｏｒｌｄ），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９页］。除了
“正规的商业网络和贸易路线”外，她也提到“非正式网络”（亲友和宗教）在推动迁徙方面的作用，至于
航船的“流言和信息”，更让移民的旅程和目的地充满不确定性［艾莉森·盖姆斯：“移民”（Ａｌｉｓｏｎ
Ｇａｍｅｓ，“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戴维·阿米蒂奇、迈克尔·布拉迪克主编：《英属大西洋世界（１５００—１８００）》，
第４２页］。

第三，宗教与社团“网络”。伴随着欧洲移民的海外拓殖，天主教和新教各教派纷纷建立起各自的
跨大西洋宗教组织。这些“友爱的网络”发挥了维系信仰、接纳移民和传递信息等多重作用。带有宗
教色彩的共济会等志愿组织，不仅为具体的宗教活动提供了制度化的“网络”，也承担了济贫和互助的
社会功能，“在１８世纪后半叶加速的全球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杰西卡·哈兰德－雅各布斯：
《帝国的建设者：共济会与英帝国主义（１７１７—１９２７）》（Ｊｅｓｓｉｃａ　Ｈａｒｌａｎｄ－Ｊａｃｏｂｓ，Ｂｕｉｌｄｅｒｓ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ｅ：

Ｆｒｅｅｍａ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１７１７—１９２７），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

２２页］。宗教团体往往是成功的商业组织，且相较于私人关系，所涉范围更大也更为稳固，“类似教友
会和犹太人这样的团体在整个大西洋世界（甚至在帝国疆域之外）都拥有广泛的、组织良好的联系纽
带，传播关于商业环境和个人声誉的最新且及时的信息”［努拉·扎赫迪：“经济”（Ｎｕａｌａ　Ｚａｈｅｄｉｅｈ，
“Ｅｃｏｎｏｍｙ”），戴维·阿米蒂奇、迈克尔·布拉迪克主编：《英属大西洋世界（１５００—１８００）》，第６９页］。
宗教“网络”与信息交流“网络”也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例如，在大觉醒运动期间，英美的加尔文派牧师
从“零星的个人通信”开始，逐步建立起基于书信和出版物交换、扩及众多信徒的“网络”，孕育出“跨大
西洋的福音派意识”［苏珊·奥布莱恩：“圣徒的跨大西洋共同体：大觉醒与第一个福音派网络（１７３５—

１７５５）”（Ｓｕｓａｎ　Ｏ’Ｂｒｉｅｎ，“Ａ　Ｔｒａ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Ｓａｉｎｔｓ：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Ａｗａｋｅ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１７３５—１７５５”），《美国历史评论》第９１卷第４期（１９８６年），第８１３页］。共有的
大西洋“通讯网络”的存在，也让不同的教派产生了交集。总之，宗教不仅仅是基于精神和信仰的共同
体，也兼具社会与经济功能，还塑造了成员们跨越政治边界的身份认同。用贝林的话说，“宗教在塑造
和维系这些网络的过程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伯纳德·贝林：《大西洋史：概念与轮廓》，第９６页）。

二　“网络路径”与美国早期政治史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和社会经济史家相比，政治史学者似乎较少参与对“网络”的讨论。个中缘由不难
理解。贸易、移民、宗教等要素具有突出的跨国性和流动性，以“网络”为解释框架可谓题中应有之义。
政治史研究则长期被限定在一国边界之内，如美国早期政治史常与战争、革命、立宪等重大主题捆绑
在一起，最终目的是诠释美利坚国家的诞生与形成。近年来，受大西洋史、跨国史和全球史的启发，历
史学家开始关注外部因素与美国早期政治的交互作用。他们也从“网络”等概念中汲取灵感，发掘新
的题材，运用新的研究路径，或是对老问题提出新的诠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国革命与“跨大西洋网络”。历史学家越来越倾向于拓展美国革命的时空维度，在１８世
纪末大西洋世界的政治变迁中予以审视。他们继承并发展了罗伯特·帕尔默和雅克·戈德肖于上一
个世纪６０年代提出的“大西洋革命”说，试图在思想、物品和人员的密切互动中，重新界定美国革命的
性质与意义。例如，乔纳森·伊斯雷尔将美国革命视为大西洋“激进启蒙主义”的产物，它的世界冲击
也体现在激进政治思想的“回流”，当代史家所关心的社会和经济议题并没有在当时的欧洲引发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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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于杰斐逊、亚当斯、杰布、普赖斯、拉法耶特、布里索等欧美“知识分子网络”的讨论和宣传，“美国
革命在原则和技术上指明了道路，它把欧洲对旧秩序的激进哲学批判融入强而有力的实际政治层面，
于１７８５—１７９８年期间，激起了荷兰、瑞士、法国、意大利、波兰和德意志等地普遍的革命性骚动”［乔纳
森·伊斯雷尔：《星火燎原：美国革命如何点燃世界（１７７５—１８５０）》（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Ｉｓｒａｅｌ，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Ｂｌａｚｅ：Ｈｏｗ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ｇｎｉｔｅ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１７７５—１８５０），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３００页］。珍妮特·波拉斯基的著作侧重分析革命思想跨国传播的载体，包括国际
旅行者“网络”、书籍出版与流通“网络”、私人通信“网络”、咖啡馆和俱乐部等“社交网络”、信息和流言
散布“网络”等，呈现出一幅大西洋革命者共同追求自由理想的生动图景［珍妮特·波拉斯基：《无疆界
的革命：在大西洋世界呼唤自由》（Ｊａｎｅｔ　Ｐｏｌａｓｋｙ，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Ｂｏｒｄｅｒｓ：Ｔｈｅ　Ｃａｌｌ　ｔｏ　Ｌｉｂｅｒ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Ｗｏｒｌｄ），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上述研究一方面肯定了外部因素对美
国革命的影响，另一方面展现了革命理念经由“大西洋网络”所产生的巨大激荡，彰显了这场革命的世
界历史意义。

第二，个人或群体的“跨国网络”和经历。在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中，跨越政治边界的个
体活动往往不见诸史籍，孕育其思想主张的国际语境也常常遭到忽视。例如，只有在１８世纪末的大
西洋世界主义和激进主义“网络”中解读潘恩，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位“世界公民”对美国早期政治文化
的影响，而不仅仅局限于一本《常识》（邢承吉：《被边缘化的“常识先生”：跨国视野下的潘恩与美国革
命》，《历史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４期，第１２９～１４７页）。运用社会学中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则可以将各
国人士的踪迹汇聚到一起。有学者以此考察了荷兰、法国和美国的政商精英如何向欧洲顾客兜售美
国西部土地的故事。商人的投机活动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又镶嵌于更大的国际语境，受制于法国革
命和美国政局的变动，充分体现出革命年代“大西洋网络”的多样性、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安妮·茹尔
当：“革命世界中三个爱国者的故事：泰奥菲尔·卡泽诺夫、雅克－皮埃尔·布里索和乔尔·巴罗
（１７８８—１８１１）”（Ａｎｎｉｅ　Ｊｏｕｒｄａｎ，“Ａ　Ｔａｌｅ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Ｐａｔｒｉｏｔｓ　ｉｎ　ａ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Ｗｏｒｌｄ：Ｔｈéｏｐｈｉｌｅ
Ｃａｚｅｎｏｖｅ，Ｊａｃｑｕｅｓ－Ｐｉｅｒｒｅ　Ｂｒｉｓｓｏｔ，ａｎｄ　Ｊｏｅｌ　Ｂａｒｌｏｗ，１７８８—１８１１”），《早期美国研究》第１０卷第２期
（２０１２年），第３６０～３８１页］。此外，那些反革命者特别是流亡者的经历，更应该依赖“跨国网络”分析
框架。例如，家族纽带、“信仰网络”和英帝国的全球性存在，是北美效忠派（包括部分黑人）辗转流离
和获得新生活的关键［玛雅·亚桑诺夫：《自由的流亡者：革命世界中的美国效忠派》（Ｍａｙａ　Ｊａｓａｎｏｆｆ，

Ｌｉｂｅｒｔｙ’ｓ　Ｅｘｉｌｅ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ｏｙａｌｉ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Ｗｏｒｌｄ），纽约：克诺夫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版］。佛朗索瓦·弗斯滕伯格将目光投向法国革命和海地革命中的流亡贵族，还原了该群体如何依靠
人脉在费城重建自己的社区并重获财富的曲折过程。他特别绘制了一幅美、法、英三国精英的人际关
系图，“网络”的结构一目了然［佛朗索瓦·弗斯滕伯格：《当美国说法语的时候：塑造了一个国家的五
位流亡者》（Ｆｒａｎｏｉｓ　Ｆｕｒｓｔｅｎｂｅｒｇ，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ｐｏｋｅ　Ｆｒｅｎｃｈ：Ｆｉｖｅ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Ｗｈｏ
Ｓｈａｐｅｄ　ａ　Ｎａｔｉｏｎ），纽约：企鹅出版公司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９３页］。

第三，“网络”与美国早期的国家建构。美利坚共和国初期既是民族国家建构的关键年代，也是全
球联系日益加深的时期，不应忽视个体背后“更大的出版、贸易、移民和思想流通网络”［罗斯玛丽·扎
格里：“‘全球转向’对早期美利坚共和国的意义：国族构建时代的全球化”（Ｒｏｓｅｍａｒｉｅ　Ｚａｇａｒｒｉ，“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　Ｔｕｒｎ’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Ｎａ－
ｔｉ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早期共和国杂志》第３１卷第１期（２０１１年），第３７页］。弗斯滕伯格对法国流亡者
命运的关注，也是为了体现美国早期国家构建中的外来因素，包括他们如何影响美国的政党政治和政
治文化，如何卷入美、法、英三方的外交角力，以及如何涉足西部土地开发与路易斯安那购买案。汤
姆·卡特汉姆指出，“商人网络”与独立战争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战争对英美贸易造成巨大而
直接的破坏，但“战争期间形成的友谊和网络成为获取信息、财富和政治权力的渠道”，造就了一个新
的精英集团［汤姆·卡特汉姆：“美国商人网络的革命性转变：卡特、沃兹沃斯和他们的世界（１７７５—

１８００）”（Ｔｏｍ　Ｃｕｔｔｅｒｈａｍ，“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Ｃａｒｔｅｒ　＆ Ｗａｄｓｗｏｒ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Ｗｏｒｌｄ，１７７５—１８００”），《企业与社会》（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第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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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１期（２０１７年），第６页］。共和国初期，这些革命精英为了追求美国的权力和地位，同时也为了
保障自己的利益，力图重建被战争中断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网络”。在某种意义上，宪法的制定也是为
了营造一个信守契约的稳定环境［汤姆·卡特汉姆：《绅士革命家：新生美利坚共和国的权力和正义》
（Ｔｏｍ　Ｃｕｔｔｅｒｈａｍ，Ｇｅｎｔｌｅｍｅ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４页］。

第四，“书信网络”对美国早期政治文化的塑造。内森·佩尔－罗森塔尔借鉴了近代早期欧洲“知
识网络”以及“文人共和国”（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ｌｅｔｔｅｒｓ）的相关研究，重新解释了１７９７—１７９８年间美国政府
的对法外交决策。他以亚当斯家族的私人信件为主要史料，指出约翰·亚当斯总统实则依靠两大“网
络”获取政治信息：一是“以内阁为中心，建立在正式政治结构之上”的“官方网络”；二是“基于个人信
任关系的朋友与家族”的“私人网络”。两个“网络”互为补充，但亚当斯显然更为信赖私人渠道所提供
的情报，并据此成功地处理了美法争端［内森·佩尔－罗森塔尔：“私人信件与官方外交：亚当斯网络与
准战争状态（１７９７—１７９８）”》（Ｎａｔｈａｎ　Ｐｅｒｌ－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Ｐｒｉｖａｔ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Ｔｈｅ
Ａｄａｍ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Ｑｕａｓｉ－Ｗａｒ，１７９７—１７９８”），《早期共和国杂志》第３１卷第２期（２０１１年），第

２８３～２８７页］。他的进一步研究显示，不仅大多数的美国政治精英都有类似的私人“信息网”，大西洋
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活动家同样依赖于通信这种交流方式。“书信网络”不仅影响了１８世纪美国的
政治实践，也“构成了革命政治的跨大西洋基础”［内森·佩尔－罗森塔尔：“大西洋文化与革命年代
（Ｎａｔｈａｎ　Ｐｅｒｌ－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威廉－玛丽季刊》（Ｔｈ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ｎｄ　Ｍａｒｙ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第７４卷第４期（２０１７年），第６７８页］。

三　“网络路径”对美国早期史研究的意义及存在的问题

无论是作为历史分析的概念工具，还是借以考察“过去真实存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网络”［戴
维·阿米蒂奇、迈克尔·布拉迪克主编：《英属大西洋世界（１５００—１８００）》，“导论”第４页］，“网络路
径”既为美国早期史开拓了更加广泛的研究课题，也提供了新的研究框架。作为史学“跨国转向”和
“全球转向”的重要概念，“网络”能够帮助历史学家“超越体制化的、专业化的和国家的边界”（爱德
华·庞培：“关注‘全球回转’：在全球语境和贸易语境中重新定位美国早期史”，第７２５页），“将民族国
家去自然化，挑战例外论的偏见，展现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重要联系”（罗斯玛丽·扎格里：“‘全球
转向’对早期美利坚共和国的意义：国族构建时代的全球化”，第３７页）。用“网络路径”来“书写１８世
纪大西洋世界中的美国的跨国史”，并非简单套用社会科学的理论，而是将以往被民族国家框架所割
裂的故事组织和联系起来，从而揭示被遮蔽的历史情境，赋予熟悉的史实以新的面貌（内森·佩尔罗
森塔尔、埃文·赫斐利：“跨国联系：特辑导论”，第２２９页）。具体而言，这种新的取向可以为美国早期
史研究提供以下思路。

第一，突破民族国家历史的桎梏，以“网络”作为考察单元，在“贸易和交流的全球网络”中“重新认
识美国起源的空间向度”［托马斯·本德：《众国中之一国：美国在世界历史上的位置》（Ｔｈｏｍａｓ　Ｂｅｎｄ－
ｅｒ，Ａ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纽约：希尔－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版，第１６页］。在超越例外论的同时，“网络路径”也促使我们思考：作为英帝国边缘的北美殖民地，在
“大西洋网络”的构建中起到了什么作用？作为大西洋世界的一部分，北美的发展如何与其他帝国和
殖民地产生连结？这些都有助于客观评估美国早期历史的独特性和普遍性。

第二，将历史行动者嵌入广泛的跨国语境，展现个体活动与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跨大
西洋网络”提供了获取资源和信息的渠道，也发挥着塑造身份认同和促进共同价值的功能，深刻影响
人们的观念、信仰和行动；另一方面，这些机制由“真实存在的人开发并运作”（戴维·汉考克：《酒的海
洋：马德拉酒与美洲贸易及品味的兴起》，第３９４页），历史行动者既受“网络”的制约，也具有创造和改
变“大西洋网络”的能动性。

第三，相较于美国史学对种族、性别和阶级的凸显，“网络”提供了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分析框架，可
以纳入更多的历史当事人。个人或群体的身份常常变动不居，早期精英和民众完全可能因种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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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处于同一“网络”结构，具有共同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诉求。例如，无论是农民、工匠、商人还是政治精
英，在共和国初期，“几乎所有美国人都从属于一个大西洋和全球的经济体”，都亟需一个稳定的国际
贸易环境（汤姆·卡特汉姆：《绅士革命家：新生美利坚共和国的权力和正义》，第４页）。

第四，就美国早期政治文化研究而言，以往论著常被批评用某一种共识性的“意识形态”掩盖了众
声喧哗的思想场域。而且，长时段、跨地域的思想史研究容易导致“非人化”的倾向。将思想流转与
“社会网络”结合考察，既能分析观念背后的差异及其原因，也可以突破文本的限制，追踪思想经由何
人、通过什么途径传播和发挥作用。

不过，在启发美国早期史研究的同时，“网络路径”也在方法论层面存在着不少局限和挑战。

首先，对“网络”概念本身尚缺乏明确而清晰的理论界定。“网络”与“联系”“互动”有何区别？与

１８世纪文献中的“联系人”（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社交圈”（ｓｏｃｉａｌ　ｃｉｒｃｌｅ）又是什么关系？全球史学者塞巴
斯蒂安·康拉德曾追问道：“互动之网需达到何种密度，才能成为一个网络？应该具有什么程度的稳
固性与稳定性？互动的频率和时长如何？依靠什么媒介使网络持续存在？”（塞巴斯蒂安·康拉德：
《全球史是什么》，第１２６页）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尚待解决。此外，如何处理个体经历、地方性事件与全
球进程的关系？如何平衡结构性力量与人的能动性？这些也都是在使用“网络”概念时无法回避的问
题。

其次，在部分学者的设想中，“网络路径”的一大意义是寻找国家和帝国的替代性范畴。事实上，
对“网络”的考察无法忽视国家、帝国或隐或显的存在。商业与移民“网络”的确具有很强的自主性，但
政府常常从自身利益发出，加以推动或抑制。又如，那些追求殖民地独立的人士，假设不存在各种正
式与非正式的“帝国网络”，很难想象他们如何能够互通声气，结成反抗母国权威的共同战线。不仅如
此，而且“经济和政治权力网络”也有助于思考海外的“帝国建设”（ｅｍｐｉｒ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与内部的“国家形
成”（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之间的关系［伊丽莎白·曼克：“帝国与国家”（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Ｍａｎｃｋｅ，“Ｅｍｐｉｒ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戴维·阿米蒂奇、迈克尔·布拉迪克主编：《英属大西洋世界（１５００—１８００）》，第１９５～１９６页］。

再次，虽然历史学家已经通过诸多个案，分别描绘出大大小小的贸易、移民、宗教和科学等“网
络”，但对于不同类型“网络”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似乎值得进一步探索。上文提及的一些著作，已
经在进行相关的尝试，如基于家庭、族裔、宗教等“网络”的商业活动，政治和外交事件中的“通信网
络”，“人际网络”对美国早期金融市场、对外贸易和土地开发的影响，等等。当然，这需要打通经济史、
社会史、政治史和文化史等不同领域，综合运用多国史料，整合各种理论资源，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最后，“网络”成为当前历史研究中的流行词汇，或许部分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交网络”异常发
达、足不出户便能与世界互通互联的时代。全球化的现实给历史学家提供了灵感的源泉，将“网络”作
为发掘互动的历史、重建人类共同纽带的透镜。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留意“网络路径”的有效性和适用
性，避免夸大横向的联系，或是遗漏掉那些“网络边缘”和“网络之外”的人与事。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５－０５
作者薛冰清，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青年副研究员。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从跨国史视野重新审视美国革命

李 剑 鸣

美国历史学家托马斯·本德自２０世纪末就开始思考，如何突破“国族国家”的边界来考察美国历
史。他强烈地意识到，“美国历史如果不结合进全球语境中就无法得到充分理解”，因为“国家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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